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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址被发掘到文化被命名
——跨湖桥文化背后的故事

■文/施加农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载入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史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在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是以河姆渡文

化为先导，作为最早的一种史前文化，河姆渡文化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延续到之后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已经形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

学文化的源流谱系。因此，拥有8000年历史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犹如石破天惊，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近二十年的沉寂，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遗址，引起了考

古界的强烈反响。事实上，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认识及跨湖桥文化的确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作者简介：施加农，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

2003年11月下孙遗址发掘现场

2004年12月17日在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
布暨《跨湖桥》报告首发式上，严文明先生（前排中）向与
会成员和媒体宣告“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按考古学惯例，一个遗址要冠以“文化”的命
名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分布空间，二
是在不同的分布点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跨湖桥
遗址要冠名为“文化遗址"，至少要有两个以上与
其同时代、同类型的遗址。

为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尽早成功命
名“跨湖桥文化”，我们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
的考古调查列入重点工作项目，从2002年6月起
在湘湖、蜀山、所前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
查。2003年5月10日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
附近发现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这
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年来的辛勤工作终
于换来了欣喜的成果。

2003年6月下孙遗址经试掘，确定了属于跨
湖桥同类型、同时期的遗址

2003年6月省考古所与萧山博物馆联合对下
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同年的11月至2004年1月
做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品经碳14年代数据测
定在距今8000年左右。年代与跨湖桥相同，文化
特征也与跨湖桥相似。“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
已经基本具备。

2004年“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列入了区里的重
点工作内容。区政府与省考古所计划在年底前联
合召开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力争在会
议期间命名“跨湖桥文化”。

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
12月16日在萧山举行，与会的40多位国内考古
界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
经具备。在第二天举行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
闻发布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上，严文明
先生代表与会的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向新闻媒体
宣布了“跨湖桥文化”的正式命名。

至此，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问世。
跨湖桥文化是当时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最

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
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跨湖桥
遗址的发现和文化的命名，打破了浙江境内史前
文化原有的格局，说明浙江的史前文明是由多个
源流谱系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现，成为
浙江史前考古的里程碑，为今后浙江的史前考古
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的成功命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002年10月至12月，我们对跨湖桥遗址第二
次发掘区的剩余部分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此次
发掘原本只打算把与第二次发掘地连在一起的大约
300平方米的剩余部分遗址发掘清理完就了事了。
因当时砖瓦厂尚未停工，企业负责人不时催促，要等
着我们考古结束后挖遗址区的泥土生产砖瓦。

未料，这次发掘不仅又出土了更多的陶器、石
器、木器、骨器，修复的陶器多达近200件，遗址独
特的文化类型更加清晰可辨，更令人惊喜的是，在
发掘的后期出土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的
一端已被砖瓦厂毁坏，残长 5.6 米，最宽处 0.53
米。舟的两侧竖插着两排木桩，底部横架着数根
木桩与石块。舟的两侧散落着若干木浆、木板与
木材以及编织物、砺石等遗物。

这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这一发现
对我国的舟船史与交通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独木舟所处的地方是
当时的湖岸边，交通部的专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

“码头”。独木舟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成为考古
学家、舟船史家研究考察的焦点。

为此，我萌发了要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实施
就地保护的大胆想法。一是因为独木舟及相关遗
迹的考古研究价值，如若搬离现场，必然会失去大
量的考古信息，对遗迹的整体性造成彻底的毁坏，
损失不可估量；二是萧山区委、区政府已经做出保
护恢复湘湖的重大决策，而独木舟遗迹的就地保
护，能为将来建造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奠定基础。
独木舟与遗址博物馆定会成为湘湖最为重要的人
文景点之一，为湘湖增添亮丽的文化景观。但由
于社会对跨湖桥遗址和独木舟遗迹的价值缺乏认

知，就地保护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况且这
么大型的木质文物在原址作保护在国内尚属首
次，8000年下来所有的木质文物已经严重碳化，当
地的环境十分恶劣，在地下水的入侵与露天日晒
雨淋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施科技保护。为了使独
木舟不受阳光雨淋，我们就在现场搭起了简易的
棚子，入冬时，又将棚子全封闭盖住。

虽然有了临时棚子，但这些都只能算是临时应
急的措施，已经极其脆弱的独木舟根本经受不起这
样恶劣的环境，严重碳化的木料很有可能突然之间
碎成粉末。于是，我们于2003年春夏时节建造500
多平方米的钢架建筑。为了能控制好温湿度，再在
彩钢棚内搭建了帐篷，安装了空调设备。从而彻底
改善了独木舟遗迹的保护环境。这些举措得到了
国内文物保护专家们的高度赞许。保护方案经过
三次全国性的论证会，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
但独木舟是否就地保护仍在争议之中。因为独木
舟所处地标高度是在负海拔1米以下，而湘湖将要
恢复的水位则在4.5米—4.8米之间，两者的落差近
6米。独木舟若不搬走，湘湖的水面就无法恢复。
虽然我提出了建水坝一样的圆形围墙，既能把独木
舟保护起来，又能够恢复湘湖的水面。但此建议一
直未被采纳，焦虑与压力终日笼罩我的心头。

直到2005年4月8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亲临独木舟遗迹现场调研，对遗址的保护作出
了重要指示。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最终能实施就
地保护的方针明确了方向。至此，压在我心头的
巨石终于落了地。之后的独木舟遗迹的保护工作
在顺风顺水中进行，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1990年5月30日，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
校教师巫灵霄打电话给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萧山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所前身），告
知电大学生郑苗曾于湘湖区域捡到文物的消
息。文管办的我和同事倪秉章二人即刻前往电
大，当我们看到郑苗在湘湖区域所捡到的石器、
木器与动物骨器等东西时，便确定为出土的史前
文物。我跟郑苗讲，要他带我们去捡到文物的现
场看看。于是两天后的6月1日，我们随郑苗来
到湘湖境内的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散落
着无数的陶片、碎石器、动物遗骨和木器残件，让

我们一度以为遗址已被破坏殆尽。幸好，取土现
场边缘的剖面让我们发现了约30米长的文化堆
积层。因遗址所处的位置就在古代跨湖桥附近，
故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90年的10
月至12月间。发掘面积300多平方米，共出土了
130余件文物，发现了几处建筑遗迹与橡子窖藏。

由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以往浙江区域其他史
前遗址的面貌均不相同，看似很先进，但又有很多
原始性。因此，考古队员对遗址文化的归类与年
代的断定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能依靠碳14
做年代数据测定。经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碳14
测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竟在距今8000—7000年
之间，比河姆渡遗址整整早了1000年。

这本是一次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它把浙江
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

然而，这一惊人的消息在考古界却遭到了众
人的质疑。理由可能是：专家们认为遗址中出土
的陶器工艺与已知的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
相比较显得更为先进，从而怀疑碳14数据测定的
准确性，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
可能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

于是，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就在争议声中悄然
收场。

重新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进一步确定
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和同事王屹峰的
心头。2000年，省考古所蒋乐平先生带来了“浦阳
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课题，他从浦江、诸暨一路
调查，于当年下旬进入萧山。为此，我们特意与蒋
先生商量，要求他进入湘湖区域对跨湖桥遗址再
次进行调查，得到了他的赞同。2000年年底，跨湖
桥遗址再次被调查发现。

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至7月
进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和
骨器等文物，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可
辨。遗址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的稻米颗粒，若遗址
年代的数据无误的话，意味着我国人工栽培水稻
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的历史。

为了验证遗址年代的可靠性，考古队特意将
出土的标本送到国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进
行碳14年代数据测定，其结果与第一次发掘测定
的年代数据完全一致，也在距今8000—7000年之
间。这再一次证实了跨湖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浙
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至此，省内的考古
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特征也有了比较一致
的认识，即跨湖桥遗址应当属于一种崭新的考古
学文化概念，或至少可以肯定遗址独特的文化类
型——跨湖桥类型。若能尽快命名“文化”，就更
能突显考古的成就。

为此，我们请示省考古所领导，是否可以召开
一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并通过会议的
形式命名“跨湖桥文化”。省考古所领导非常赞
同。此举也得到了萧山区政府和省文物局领导的
大力支持。第一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2
年3月在萧山举行。中国考古学会两位副理事长、
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及来自全国
各地的40余位考古专家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与会专家学者中又有很多人
对遗址的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
这么先进的制陶工艺其遗址到不了8000年前那
么早，有的甚至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
存。这与省内考古学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众说纷纭，争议声此起彼伏。

在此情况下，严文明先生对跨湖桥遗址作出
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指出：跨湖桥遗址从表

面上看好像比较先进，但有些现象非常值得我们
注意。一是，所有陶器中没有新石器中晚期的三
足器，大多是圜底器，陶釜都是用活动的支座支撑
的。这说明遗址的年代是比较早期的。其二，遗
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骨，表明当时人们
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稻谷的
比例很少，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其三，遗址出土
的所有石器都没有钻孔，也能作为新石器时期早
期遗址的证据。其四，跨湖桥遗址距离河姆渡遗
址、马家浜遗址都很近，而跨湖桥遗址与他们又毫
无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把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再往
后移，拿跨湖桥遗址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
文化和良渚文化去比较，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就更
没有任何联系了。

严先生认为，跨湖桥遗址位于一北一南的河
姆渡与马家浜两个遗址之间，直线距离都不超过
100公里，且都临近平原地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
桥遗址均属宁绍平原地区，马家浜遗址在浙北的
杭嘉湖平原。如与这两个遗址是同一时期的，那
么他们不可能没有一点交往，也不可能没有一点
文化联系。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看，无论是
把它放到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里面去，都
是截然不同，互不能容。那么，晚于姆河渡和马家
浜的良渚文化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距离则更近，
而且在萧山境内也已经有发现，如位于进化镇的
茅草山遗址、河庄镇的蜀山遗址都属于良渚文
化。这些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直线距离都在20公
里之内，他们之间若是年代相同，怎么可能在文化
类型上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由此推断，我们可
以完全排除把跨湖桥遗址当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的这种论点。这等于也基本确定了遗址年代已经
测定数据的可靠性。严先生的高论也彻底平息了
会场此起彼伏的争论。

最后，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对跨湖桥遗址的
相关问题得出了基本的结论：一是跨湖桥遗存的
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
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
知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个整体，是浙江史前考古
的崭新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因此，可
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即“跨湖桥类
型”。但限于当时相关的遗址发现仅一例，对遗址
的基本分布范围尚不明了，因此，还不具备文化命
名的条件。与会专家提出，必须要再次找到与跨
湖桥类型相同的遗址，知道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
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命名“文化”。

此次会议虽然没能实现“跨湖桥文化”命名的
预期目的。但学者们都一致肯定跨湖桥遗址是一
个新的发现，承认其为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
桥类型。因此，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
即为跨湖桥遗址参加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评选奠定了基础。4月12日，跨湖桥遗址
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三次考古发掘 发现了“中华第一舟”

第二次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年代问题遭遇争议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

跨湖桥遗址最具特色的彩陶釜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十分精美的红彩黑皮陶钵

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摄于2002年12月）


